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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数年前，因排印硕士论文，在广州城郊结合部一间不起眼的小书店购得
一本社会角色论的小册子。带着修辞学的眼光阅读，不期然兴奋点竟纷至沓来，
圈圈点点留下不少由此触发的修辞学论题。那时意识到，由社会学角度切入研究
修辞学，是一条应该走也能够走得通的路子。后来读到王德春、陈晨先生的《现
代修辞学》，知道王先生早在80年代末展望汉语修辞学发展前景时就提出了“社
会心理修辞学”的研究思路，便盘算着将来有一天能写出一本从社会学角度研究
修辞的著作来。当年正赶上学校青年社科项目立项，便拟了一份详细的提纲交上
去，由于种种原因，立项竟没能如愿，此后尽管仍把这个题目放在心上，除收捡
些语料外，实质性的工作竟了无进展。近年来，在《修辞学习》、《语文建设》
等刊物上不断读到王先生的高足北京大学陈汝东博士的相关论文，每每有学科回
归社会之感，近日又蒙赠他的专著《社会心理修辞学导论》（以下简称《导
论》），拜读之余，更是感奋不已。 
  《导论》凡23万余言，内容分8章：（一）社会心理修辞学概说；（二）修
辞的社会心理网络；（三）社会政治与修辞行为；（四）社会审美与修辞行为；
（五）社会道德与修辞行为；（六）社会角色与修辞行为；（七）言语动机与修
辞行为；（八）修辞的社会心理原则。这个纲目大致向我们勾勒了社会心理修辞
学的理论网络：作者以修辞行为的社会性为核心，从社会人文环境的几个主导方
面——政治、审美、道德、角色、言语动机入手，考察修辞与社会心理的互动关
系。其中一、二两章从总体高度阐释了社会心理修辞学的核心概念，提出了研究
构架，三至七章是这一研究构架的具体实践，最后从普遍性出发，抽象出修辞的
社会心理原则。这个理论构架为修辞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有望引领汉语
修辞学进入一个矿藏丰富的“当采”区。 
  

一、新修辞观与新的研究范式 
 
  修辞观是对修辞性质的一种界定，修辞学的学术范型与修辞观有着十分密切
的关系。《导论》所持的是行为主义修辞观，认为修辞是“人类一种有意识、有
目的的言语交际行为”。（P.21）这一观点突破了“表达技巧说”、“调整修饰
说”、“美化语言说”等修辞观的局限，将修辞现象置于人的社会性的背景上加
以认识，修辞被看作人类诸多社会行为中一种基本的社会行为。如果说以往的修
辞观立足点主要在言语主体如何充分地达意传情，重在调音、炼字、锻句、设
格、谋篇等修辞术的总结和欣赏的话，《导论》的修辞观则涵盖了社会性和主体
性两方面，其立论的侧重点又在修辞的社会性。 
  侧重点的转移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修辞的社会功能，揭示修辞在社会信息互
动、情感互动、社会控制和社会协调等方面的作用。作者指出：修辞的信息互动
过程是社会信息流动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受制于社会信息传播的大系统；人
们通过修辞进行社会互动，就意味着相互间的行为控制，大到国家的政治事务，
小至个人交往，均需通过修辞来实现；修辞双方通过态度和情感的互动，最终实
现社会控制，达到协调人际关系的目的。长期以来，修辞被相当一部分人当作咬
文嚼字的雕虫小技，学界也有人批评修辞学“有术无论”、“重术轻论”，这与
以往修辞观的局限性不无关系。调整、修饰、美化说，让人误以为修辞不过是一
种谴词造句的技巧，这在客观上导致了修辞社会功能的萎缩以及修辞学学科形态
类型化范式的畸形发展。《导论》对修辞本质的认识，突破了传统修辞论的局
限，对修辞社会功能的认知无疑更为全面，更具理论和实践的价值。 



  新的修辞观引发新的研究范式的建立。修辞社会心理模型的构拟以及以此为
基础形成的修辞阐释程序是这一学术新范型的主要内容。《导论》构拟的“修辞
社会心理模型”可作如下描述：修辞行为以“话语”为媒介，话语连接“建构主
体”（表达者）和“接受主体”（领会者）两极，修辞行为是两极以话语为媒介
的互动过程。对建构行为和接受行为产生影响的因素来自两个层次，一是“社会
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层”；二是“心理因素层”（个性心理因素层）。前一个层
次分“客观因素层”、“社会角色层”、“社会心理层”3个子系统，后一层次
分“稳定性心理因素层”（涵盖观念、个性、能力、知识4个下位层次）和“瞬
时性心理因素层”（含动机需要层、情感情绪层）。在最低位的每个层次中又包
含若干个影响修辞行为的因素。如“社会角色层”包含“血缘角色”、“性别角
色”、“年龄角色”、“行业角色”、“行政角色”、“语域角色”、“民族角
色”等7个因素。这个模型揭示了修辞行为的运作过程以及制约修辞行为过程的
所有社会因素、个性心理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以此为基础建立的修辞阐释程序
是：立足于修辞的社会性，既着眼于表达（话语建构），也重视领会（话语解
构），探讨社会、心理、社会心理诸因素同修辞行为过程的关系，以及它们在修
辞过程中发生作用的层级机制和方式，建立一套修辞的社会心理法则，并进一步
研究这些法则在不同的言语环境中的具体运作方式。 
  

二、新范式发展了“题旨情境”说 
 
  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要义，这是自30年代以来，为修辞学界所普遍接
受的命题。这一命题的生命力在于它具有较强的普适性，对不同境界的修辞现象
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因而后来者大都奉之为修辞的最高原则。《导论》没有直
接援用这一传统命题，但它提出的“修辞的社会心理原则”并没有抛弃“题旨情
境说”。因为社会心理诸因素与传统的题旨情境诸因素有相当部分是重叠的。另
外，《导论》也继承了“适应”的概念，强调理想的修辞是修辞行为对言语动
机、话语角色及其角色关系、社会政治、社会道德、社会审美心理诸因素的适
应。 
  《导论》不仅继承了“题旨情境”说，更重要的是它发展和超越了“题旨情
境”理论。这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以往对“题旨情境”诸要素的揭示多是零碎的、举例性的，缺少对各
要素相互关系的阐释，《导论》则完整、系统地描述了修辞的社会心理网络
（P.35），这个网络包含了31个变量，尤为可贵的是，作者揭示了诸变量的层次
关系，并进一步指出“每个变量的改变及其相互作用，都有可能打破修辞系统的
平衡，从而导致新的平衡的出现和建立。”（P.36）这是符合系统功能思想的。
可以说，“修辞社会心理网络”的描述是《导论》引人注目的闪光点之一，它超
越了前人对 “题旨情境”的阐释，是汉语修辞学在语境论方面的一项重要成
果。 
  其次，以往的论述虽然描述了“题旨情境”的种种要素，但在分析“适应”
时，往往是抓住其一，不及其余。“适应”成了对其中某一要素或某几个要素的
适应。有些论著注意用矛盾分析方法，强调抓主要矛盾，但在分析具体的“适
应”时，仍然没能处理好诸因素的整体制约关系，依然是各个击破。《导论》则
注意到了各变量的“合力”作用，强调描述诸变量在修辞过程中发生作用的层级
机制和方式，从而避免了修辞分析中简单化的倾向。 
  第三，传统的“适应”论“题旨”是静态的“标的”，能动的语言行为在至
高无上的语境面前充满了被动性，语辞只能“适应”语境、迁就语境。《导论》
则引入“动机”的概念，用修辞的心理原动力去统帅话语的意旨、目的。在动机
的引导下，修辞主体不仅可以利用现实语境，甚至可以创设语境导引修辞行为朝
向一定的目标，从而变被动的“适应”为主动的“控制”。在“适应”的基础



上，《导论》还引入“共变”的概念，既重视社会政治、社会审美、社会心理等
因素对修辞的制约，也强调修辞对社会人文诸要素的调控功能。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导论》具有更为高远的理论视野，它所运
用的“动机”、“控制”、“共变”、“修辞行为”、“言语道德”、“社会角
色”、“社会审美”等核心概念，以及修辞社会心理网络的描述，是以社会的人
文背景与语言社会性的关系为考察点的，在社会人文大环境中考察修辞存在的意
义，显然比停留于话语修饰、调整、组合的层面上理解修辞具有更为广阔的学科
发展空间。 
  

三、新范式与研究方法 
 
  《导论》有着比较明确的方法意识，开篇第一章就有专节讨论研究方法。作
者认为，在哲学方法的层面上，社会心理修辞学应当以唯物辩证法为方法论基
础；在一般逻辑方法上，以传统的比较、分析、归纳为基础，尤其应该更多地采
用演绎法；在具体的操作方法上，可运用调查法、心理分析法、实验法。这一设
想，体现了研究方法的层次性，对社会心理修辞学的独特对象有一定的针对性。 
  《导论》在贯彻其方法论设想时，最值得称道的是唯物辩证法的运用。作者
没有把唯物辩证法当作教条，而是在社会心理与修辞关系这一特定领域中，运用
全面的、普遍联系的和运动的观点审视特定的研究对象。在作者的视野中，修辞
被看作一个由交际双方积极参与的，以整个社会文化背景为参照系，以语言为媒
介的动态系统。修辞社会心理网络的系统描述、修辞行为与社会心理诸要素共变
关系的分析、表达与领会并举的阐释原则等等都蕴涵了唯物辩证法“全面地”、
“普遍联系地”、“运动地”观察世界的方法论精髓。 
  《导论》是在传统修辞学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交叉的背景上来观照人类的
修辞行为的，在分析修辞现象、阐释修辞原理时，作者不可避免地要用到社会
学、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其中“调查法”、“心理分析法”、“实验法”的
提出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在这三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中，《导论》运用得较为娴
熟和成功的当推“心理分析法”。“心理分析法”概而言之，就是采用社会心理
学的一些理论范畴，一方面揭示话语的信息结构，另一方面对话语和修辞手段功
能发生的心理机制作出解释，从而阐明修辞主体的社会心理因素同话语信息结构
的关系及其在话语中的表现形式。较之传统的语言结构功能分析法，它比较好地
克服了例证式、随意性和主观性的弊病，对修辞现象的阐释更为客观，也更具科
学性。 
  

四、新范式使修辞学融入社会主流文化 
 
  胡范铸在论及中国修辞学的当下处境时，曾用“缺席”、“失语”、“自言
自语”3词来形容目前修辞学的窘境。①大意是说在社会不少行业认识到语言艺
术的重要性、迫切需要修辞学介入以解决语言运用中存在的问题的时候，修辞学
家或者只能拿出些不合时宜、无关痛痒的所谓“理论”，或者面对丰繁新鲜的论
题而“不知说些什么好”，以至修辞学与社会，与别的学科失去对话的能力，陷
于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的“自言自语”的境地。我们认为胡先生用“缺席”、
“失语”、“自言自语”来评论当下修辞学的窘况是形象而切中肯綮的。修辞学
是研究人们语言运用的一门学科，它应当最贴近社会，最贴近普罗大众的现实生
活，然而，结构功能类型分析的研究范式，却将修辞学引入了象牙之塔，修辞学
对社会语言生活的解释力日见丧失，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它却越来越被社会
主流文化所冷落。修辞学工作者的社会失落感在今天经济发展、人文蔚起的变革
时代显得尤为沉重。 



  《导论》不满足于上述现状，它力辟蹊径，试图通过对人的修辞行为的社会
本质的揭示，全面、透彻地理解并阐释修辞的社会功能，以免陷入结构功能修辞
论的巢臼。阅读《导论》，可以感受到它所建立的体系的确有别于经院式的理
论，在社会人文大背景的视野上，它关注修辞与社会主流文化各重要方面发生联
系的机制，修辞一方面接受着社会人文要素的影响，一面也参与了社会人文环境
的塑造，在社会政治、社会道德、社会审美、社会角色关系等等重大问题上，社
会需要修辞学独特的“人文关怀”，修辞学也能够为社会提供思想和可资运用的
具体方法。社会心理修辞学对社会主流文化的这一回归和融入的确令人欣喜。 
  

五、新范式与作者的创新素质 
 
  新范式的建立是学科内部逻辑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需要催生的产物。当结
构功能修辞学“贴标签”（划分修辞方式的类型）式的研究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地
时，学科的发展必然要寻求突破；当社会不断提出新课题，而相关学科却一次次
地“缺席”、“失语”时，实践的需要会更热切地呼唤新理论和新方法的诞生。
然而，对研究者个人而言，能否创立新的理论则取决于自己是否具备良好的创新
素质。对《导论》来说，作者能初步创立社会心理修辞学这一新人耳目的理论，
至少有两点是值得肯定的：一是作者具备了多学科的相关理论素养，有着较为宽
广的理论视野；二是作者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努力使自己的研究与时共
进，为时所用。 
  社会心理修辞学是在传统修辞学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以及多门相关学科的
交叉点上培育修辞学新的生长点的，它一方面继承了传统修辞学类型化的成果，
一方面也吸取了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伦理学、行为科学、社会语言
学、心理语言学、社会心理语言学等等学科的理论营养和方法论原则，作者的理
论储备是比较丰厚的，体现出新一代学人知识结构上的开放性。当然，创新能力
的高下不能以知识储备多少而论，最要紧的是研究者能否对记忆的知识消化理
解，使之转化为“游离态”的“知识单元”。《导论》涉及的学科比较广泛，但
它不是简单地生吞活剥别的学科的理论，而是在理解消化的基础上，使之转化为
“知识单元”并对这些“知识单元”作巧妙的调动和重新组合，最终用于阐释修
辞行为。如对社会心理学需要动机理论、社会态度理论、人际交往理论的运用，
对社会学人际互动理论、社会角色论、社会控制论的运用，对心理学的需要、态
度、性格等个性心理范畴的借鉴以及社会语言学“共变” 理论的吸收等等，都
颇具针对性，作者具有较好的调动知识单元加以重新组合的能力，这正是创造力
的表现。 
  关于社会心理修辞学的实践任务，《导论》明确提出要“为人们提供科学的
修辞理论指导，提高公众言语行为的水平和质量，提高人类言语交际的效率，促
进社会合作，以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理论的推演中，作者没有超然于社
会生活之外，走寻章摘句式研究的老路，而是亲近社会、溶入社会，不回避社会
人文建设的重大问题。当年作者以本书雏形作博士论文申请学位时，专家评语
说：“这是一篇颇具创意的力作。论文的理论对于推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亦有
价值。”②以“入世”的姿态研究现实的修辞行为，这正是本书的可贵之处，体
现了作者的社会责任感。 
  以上我们从5个方面肯定了《导论》在修辞学学科建设上的开拓意义，应该
指出的是，“社会心理修辞学”毕竟还是一门很不完善的修辞学分支学科，《导
论》也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活的言语材料”较为短缺，“调查法”、
“实验法”等方法设想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贯彻。这些瑕疵令人遗憾，但瑕不掩
瑜，《导论》筚路蓝缕，它所展示的学科发展空间是十分广阔的。社会心理修辞
学正处于学科发展的“当采期”，只要辛勤耕耘，在这一领域必能有所收获。 
 



注释： 
①胡范铸《论中国修辞学的当下处境》，《修辞学习》1998年第1期； 
②转引自陈汝东《社会心理修辞学导论·序》 
  *陈汝东《社会心理修辞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 


